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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李梦华，钱文荣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农村改革使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得以消除，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外地务工反映了农民工务工地决

策中的地点选择，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了解农民工流动的倾向及其内在原因。利用 2014 年和 2016 年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分析子女性别差异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

结果表明，外地务工的农民工收入相对更高，同时家中拥有儿子的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外地务工。第一胎为男孩

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概率，从子女所处成长阶段看，当子女处于婴幼儿和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时，子女

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影响较小；而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生养儿子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

当子女家庭趋于稳定之后，子女性别的影响不再显著。研究表明，男孩偏好观念对子女性别的影响具有协同作

用；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助儿购 / 建房是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

积极落实与二胎政策相关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外地务工；子女性别；男孩偏好；成长阶段；购 / 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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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hildren’s gender on migrant labors’ choice of working place: Evidence from the CLDS data

LI Meng-hua, QIAN Wen-rong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China’s rural reforms have eliminated barriers to labor mobility, and migrant labors continue to move to 
cities. Understanding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migrant labors’ choice of working location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migration tendency of rural labors and the internal reasons at the micro level. Based on the 2014 and 2016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and applying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 and two-stage least square model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children’s gender on the choice of working place by migrant labor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who working away from home are relatively higher, an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 work away from home when they have a boy. If the first child is a boy,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away from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growth stage, when the child is in the infant stage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children’s gender has almost no effect on migrant labors. However, when the child is in the 
marriage stage, boy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working away from home and after the child’s family 
stabilizes,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gender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boy preference on children’s gender and when the child is in the marring stage, purchasing or building a house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migrant labors working away from home. Therefore, we propose to create an equal social 
environm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actively implement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two-child policy;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igrant labors; working away from home; children’s gender; boy preference; growth stage; purchase/build 
a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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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

城乡流动的壁垒得以瓦解，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

流动，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迁移活动。几十

年来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

展，同时也为我国人口脱贫做出了巨大贡献。据

《2018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

农民工总量达到 28 836 万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农

民工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 17 266 万人 ；从增长

速度上看，2010—2018 年乡外就业的农民工年均增

长约为 2%，体现出我国农民工群体中外地务工的

农民工数量庞大，且规模仍在持续扩张的趋势。从

宏观层面上看，务工地点的远近会对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造成影响 [1] ；微观上，务工地点的远近还会

对个体的收入、就业、迁移和生活等产生影响 [2-3]。

新迁移经济学指出，个人进行最优迁移决策，考虑

个体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还将重点关注家庭利

益是否最大化 [4-5]。由于我国农村的家庭观念十分浓

重，对家庭的利益也更为重视 [6-7]，因此农村家庭成

员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如今外

地务工作为农业户籍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之一，家

庭因素对其务工地点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对其进

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于农民工外地务工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

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个体特

征会对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农村劳

动力的年龄与外地务工存在倒 U 型关系，身体健

康、接受过非农培训和有过迁移经历的农民工更有

可能外地务工 [2]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可能与外地务

工存在负相关关系 [2, 8] ；同时，流动次数也会对农

民工外地务工产生影响 [9]。还有部分学者发现社会

资本会对农民工外地务工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强

的农民工则越倾向于外地务工 [10-13]。仇焕广等 [14]

还分析了风险规避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发现

风险规避程度越低，则农民工越可能外地务工，同

时再次验证了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外地务工存在正相

关关系的结论。此外，学者从家庭因素出发，认

为家庭形态差异会对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选择产生影 
响 [15-16]。宁光杰 [2] 还发现有未入学子女的家庭，劳

动者外地务工的可能性会降低。

简言之，学界对于影响农民工外地务工决策的

研究已积累了一定文献，在影响农民工外地务工的

因素中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方面，但现有研

究仍有不足之处 ：已有文献主要从个体层面出发，

而有关家庭因素的研究较为匮乏，忽视了子代的影

响。虽然有零星的文献分析了子女入学状况与外地

务工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关注到子女性别的影

响。众所周知，中国父母对于子女的利益十分关注
[17]，同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如“重男轻女”和“多

子多福”等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中国父

母对儿子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有鉴于此，本文利

用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

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探究子女性别

差异对于中国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的影响。从家庭

层面发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

从微观角度进一步了解农民工流动的倾向及其内在

原因，分析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子代对于农民工就

业的相关影响，而且有助于为我国今后相关社会政

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该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人口控制政策和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男孩偏好思想根深蒂固的双重作

用下，子女的性别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极大，而此

类影响子女性别选择的变量将可能影响农民工的务

工选择，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中

国家庭对于性别的选择多不会出现在第一胎，因而

可以认为第一胎子女的性别往往是自然决定的，具

有较强的外生性 [18-21]。同时，我国政府在 1984 年

出台了一胎半生育政策，即对城市居民延续一个子

女的政策限制，而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居民将被准

许生育第二个孩子，对于偏远地区的家庭还将准许

其生育第二甚至第三胎。在一胎半政策影响下，农

村家庭的子女性别选择往往集中于二胎，而不会出

现在第一胎上，即农村家庭中第一胎子女性别是随

机外生的。鉴于此，本研究以第一胎子女的性别作

为子女性别的代理变量，利用第一胎子女性别的外

生性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它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

以 15~65 岁的劳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专注于中国劳

动力现状和变迁，内容包含工作、迁移和经济活动

等多个方面，调查样本包含了我国 29 个省市（除

西藏、海南、港澳台外），401 个村居，14 226 户家

庭，21 086 个个体。CLDS 以村居访问、家庭访问

和个体访问三种调查方式进行，采用科学的抽样方

法，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来源。

由于本文以有子女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因

此保留目前正以雇员身份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农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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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人口，同时排除了没有子女的样本，最后获得 
8 586 个观测值。

1.2  变量设计

参考宁光杰 [2]、陆方文等 [21]、Li 和 Wu [22] 的研

究，本文以农民工是否外地务工为因变量，自变量

子女性别以第一胎性别、是否有儿子以及儿子数量

等衡量，此外，自变量还包括子女数量和其他一系

列控制变量（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外地务工 样本是否在本县 / 区以外工作（是 =1，否 =0） 0.138 0.345

自变量

第一胎为男孩 第一胎子女的性别（男 =1，女 =0） 0.629 0.483

是否有儿子 家中是否有儿子（是 =1，否 =0） 0.821 0.383

儿子的数量 家中儿子的数量（个） 1.044 0.688

子女数量 家中子女的总数（个） 1.738 0.844

控制变量

年龄 样本的年龄（年） 40.275 11.878

性别 样本的性别（男 =1，女 =0） 0.578 0.494

婚姻状况 样本是否已婚（是 =1，否 =0） 0.865 0.341

宗教信仰 样本是否有宗教信仰（是 =1，否 =0） 0.130 0.336

受教育年限 样本受教育年限（年） 8.772 3.620

健康状况 样本自评健康状况是否良好（是 =1，否 =0） 0.692 0.462

养老保险 样本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 =1，否 =0） 0.526 0.499

培训证书 样本是否有培训证书（是 =1，否 =0） 0.168 0.374

家庭年收入 样本家庭年总收入（取对数） 10.708 1.276

家庭土地数量 样本家庭土地数量（hm2） 0.251 1.198

1）因变量。农民工外地务工指标来自于对“请

问您工作的地方主要在哪里？”的回答，若样本选

择“本县 / 区以外”，则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取值为 1，
否则为 0。

2）自变量。如果第一胎为男孩，变量取值为 1，
否则为 0。是否有儿子变量，若有取值为 1，否则为 0。
子女数量是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加总所得，由于排除

了全部没有子女的样本，因此子女数量的最小值为

1。
3）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养

老保险、是否有培训证书、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土地

数量等个体和家庭特征。

1.3  模型构建

1）关键自变量内生性检验模型。参考陆方文

等 [21]、Li 和 Wu [22] 的研究，本文构造关键自变量内

生性检验模型为 ：

TEST= a0+ωVAR +Tt +λj +εitj                               （1）
式中 ：i 表示调查对象，t 表示调查年份，j 表示调

查对象家庭所在地区，TEST 表示需要检验的关键

自变量，如儿子数量、是否有儿子和第一胎是否为

男孩，VAR 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有宗教

信仰、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是否参与养老保险、

是否有培训证书、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土地数量，Tt

为年份虚拟变量，λj 为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j 为

随机误差项。

2）基准模型。参考陆方文等 [21]、Li 和 Wu [22]、

殷浩栋等 [23] 的研究，本文构造基准计量模型为 ：

DISitj= a1+β1XBij+γXitj + Tt+ λj+ εitj                        （2）
式中 ：i 表示调查对象，t 表示调查年份，j 表示调

查对象家庭所在地区，DISitj 表示农民工是否外地务

工，XBij 表示第一胎孩子的性别，Xitj 为控制变量，

Tt 为年份虚拟变量，λj 为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j

为随机误差项。

3）影响机制检验模型。参考Li和Wu [22] 的研究，

本文构造影响机制检验模型为 ：

Mitj = a2 + β2XBij + δXitj + Tt + λj+ εitj                     （3）
式中 ：i 表示调查对象，t 表示调查年份，j 表示调

查对象家庭所在地区，Mitj 表示影响机制，如是否

拥有一套以上住房、近期是否购 / 建房和是否有城

镇购房意愿，XBij 表示第一胎孩子的性别，Xitj 为控

制变量，Tt 为年份虚拟变量，λj 为省级层面的固定

效应，εitj 为随机误差项。

2  结果与分析

2.1  就业地点与收入分析

已有研究显示，务工地点的远近与农民工收

入密切相关，离开家乡进行跨县流动亦或是更远的

跨省工作，会使农民工获得显著高于本地工作的收 
入 [2, 24]。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民工是否外地务工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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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间的关系，运用 CLDS 数据，以是否外地务

工对农民工样本进行了划分。对比外地务工的农民

工收入与非外地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图 1），其均值

分别为 29 895 元和 24 256 元，外地务工的收入明

显多于本地，表明外地务工确实对农民工增收具有

促进作用。

0

1

2

3

4

外地务工 非外地务工

收
入

（
×

10
4 
元

）

图 1　按是否外地务工分组的农民工收入情况
Fig. 1　Income of migrant labors grouped by whether they 

are working away from home

2.2  子女状况与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分析

由统计结果可知，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平均值为

13.8%，表明近年来农民工外地务工的意愿并不强

烈，半数以上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在本县以内寻求

工作机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乡土情结较重，

农业户籍人口更愿意在靠近家乡的地方工作 ；另一

方面，也与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有关，

随着地方的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工作机会逐渐

增多，农民工不再需要远离家乡即可找到合适的工

作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工返乡就业逐渐成为

主流趋势的情况下，依旧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农民

工选择背离家乡进行外地务工。为了探究其内在原

因，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从子女性别角度进行讨论。

为了进一步分析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选

择影响的差异，以家中是否有儿子对农民工样本进

行了划分。在样本中，有无儿子的农民工外地务工

的均值分别为 0.141 和 0.117（表 2），这一差异在 5%
以下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中有儿子对

农民工外地务工具有促进作用，然而若考虑到解释

变量所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亦有可能是其他因

素影响了农民工的务工决策，因而对于两者之间具

体的关系仍需进一步通过实证的方式进行分析。

2.3  子女性别变量的内生性检测

为了选取更为合适的关键自变量，对家中儿子

数量、是否有儿子和第一胎性别等变量的检验发现

第一胎性别的外生性相对更强。家庭中有关男孩的

信息表现出了家户对于子女性别的偏好，受重男轻

女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家庭中是否育有男孩，以及

儿子数量的多少极可能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而此类要素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外地务工决策造成 

表 3　子女性别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Table 3　Endogeneity test of children’s gender variables

变量
儿子数量 是否有儿子 第一胎为男孩 第一胎为男孩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性别  0.085*** 0.015  0.048*** 0.009  0.047*** 0.011  0.047*** 0.011

婚姻状况 -0.132*** 0.026 -0.044*** 0.013 -0.004 0.018 -0.005 0.018

宗教信仰  0.024 0.023 -0.006 0.013  0.012 0.017  0.012 0.017

受教育年限 -0.014*** 0.003 -0.005***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健康状况 -0.002 0.009  0.006 0.005 -0.003 0.006 -0.003 0.006

养老保险 -0.060*** 0.016 -0.002 0.009  0.010 0.011  0.010 0.011

培训证书 -0.074*** 0.021 -0.044*** 0.013 -0.020 0.015 -0.020 0.015

家庭年收入 -0.017** 0.008 -0.000 0.003 -0.006 0.004 -0.006 0.004

家庭土地数量  0.033*** 0.007  0.012*** 0.003  0.002 0.004  0.001 0.004

年份 Y Y Y Y

省份 Y Y Y Y

观测值 8 586 8 586 8 586 8 586

注 ：第 (1)~(3) 列为 OLS 回归 ；第 (4) 列运用 Probit 模型，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表 2　按家中是否有儿子分组的农民工外地务工情况
Table 2　Migrant labors grouped by whether they have a son

有无儿子
外地务工

均值 标准差

家中有儿子 0.141 0.004

家中无儿子 0.117 0.008

差值 -0.024**

注 ：差值为家中有儿子的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与家中无儿子的农
民工外地务工选择均值之差；*、**、***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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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若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子女的性别应是随机的。

以儿子数量为因变量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因变量

与农民工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参

与养老保险、是否有培训证书、家庭年收入和家庭

土地数量显著相关，以是否有儿子为因变量进行检

验的结果显示，因变量与农民工的性别、婚姻状况、

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培训证书和家庭土地数量显著

相关（表 3）。这表明，儿子数量和是否有儿子变量

确实存在选择性。

我国 1984 年所制定的一胎半政策，使得农村

地区家庭中第一胎子女的性别具有强烈外生性，对

此检验发现，除性别变量外没有其他可观测变量与

第一胎子女性别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虽然

仍无法排除还有部分与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相关的

变量未包含在回归中，但检验中已囊括了较多重要

因素，且两者之间未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除

非遗漏变量和以上回归中包括的变量均不存在显著

性，否则其与第一胎性别间发生显著性的可能性亦

不会太大。

2.4  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分析

鉴于第一胎子女性别这一变量的外生性，研

究子女性别差异对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的影响运用

OLS 回归即可。本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省级层

面的固定效应，以及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

有宗教信仰、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是否参与养

老保险、是否有培训证书、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土地

数量等变量以更好地剔除其他变量的影响从而提高

模型的有效性。

模型 1 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模型

2 加入控制变量，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年

份固定效应，模型 4 加入年份固定效应、省级层面

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第一胎

为女孩而言，第一胎为男孩的父母，其外地务工的

概率将会显著增加 2.2%（表 4 模型 4）。此外，回

归中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

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否有培训证书和家庭收入均

会对其外地务工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以表 4 模型 4
的结果为例，相对于女性，男性外地务工的可能性

更大 ；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则外地务工的概率越小 ；

现阶段处于单身状况的样本更可能外地务工 ；具有

宗教信仰的样本外地务工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参

与养老保险、有至少一份培训证书和家庭年收入较

高的样本外地务工的可能性较低。

2.5  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存在性别不平

等问题 [25]，因此，按农民工的性别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显示相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当第一胎为男孩

时男性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表 5）。
还有研究认为学历与外出就业相关 [2, 8]，对此按农

民工的受教育年限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

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而言，初中以上的农民工

受子女性别的影响更大。

不同居住地类型样本分组回归的分析结果显

示，生育男孩会显著增加农村地区父母外地务工的

可能性，这可能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较差有关。

表 4　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
Table 4　Influence of children’s gender on migrant labor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025*** 0.007  0.025*** 0.007  0.025*** 0.007  0.022*** 0.007  0.019*** 0.007

年龄 -0.005*** 0.000 -0.005*** 0.000 -0.004*** 0.000 -0.004*** 0.000

性别  0.052*** 0.007  0.052*** 0.007  0.045*** 0.007  0.046*** 0.007

婚姻状况 -0.082*** 0.015 -0.081*** 0.015 -0.088*** 0.015 -0.058*** 0.011

宗教信仰  0.011 0.011  0.011 0.011  0.030*** 0.011  0.028*** 0.011

受教育年限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健康状况 -0.010** 0.004 -0.010** 0.004 -0.007 0.004 -0.008* 0.004

养老保险 -0.004 0.008 -0.006 0.008 -0.014* 0.008 -0.011 0.008

培训证书 -0.023** 0.011 -0.024** 0.011 -0.020* 0.011 -0.017* 0.010

家庭年收入 -0.014*** 0.003 -0.014*** 0.003 -0.007** 0.003 -0.005* 0.003

家庭土地数量  0.003 0.003  0.003 0.003  0.001 0.002 -0.000 0.002

年份 N N Y Y Y

省份 N N N Y Y

观测值 8 586 8 586 8 586 8 586 8 586

注 ：模型 1~ 模型 4 为 OLS 回归 ；模型 5 运用 Probit 模型，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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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对低收入与高收入农民工家庭分组回归

的分析，发现相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

的父母外地务工的可能性明显更大。这与现阶段中

国社会现实相符，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农

村地区性别比失衡情况严重，农村地区大龄未婚人

口较多，由于婚姻市场挤压，农民工不得不外地务

工，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增强家中儿子在婚姻市

场上的竞争力。

3  进一步讨论

3.1  不同年龄段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

不同年龄段的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

响结果发现，当子女年龄处于 16~30 岁时，相对于

女儿，生育儿子的父母外地务工的可能性更高。

子女的成长分不同阶段，不同成长阶段中父

母的主要责任有所不同，对不同年龄段子女的父母

进行分组回归，有利于深入探讨子女性别对农民工

外地务工选择的影响。借鉴陆方文等 [21] 的相关研

究将第一胎子女按年龄分为四个成长阶段 ：0~5 岁

属于孩子的幼儿期，父母的主要责任为看护小孩。

6~15 岁属于子代接受义务教育的时期，该阶段父母

主要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16~30 岁这一年龄段

的年轻人，其生活状态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部分青

年选择进一步深造，接受高等教育 ；部分决定进入

劳动力市场 ；还有一部分早早地踏入婚姻市场，甚

至已经育有子女，所以此年龄段父母的关注重心存

在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16~30 岁之间的子女已

成年，因而基本可视为是婚姻市场中的潜在主体，

该年龄段属于婚配期。与此同时，如果按照中国男

子法定结婚年龄进行划分，22~30 岁之间的子女更

是婚嫁中的主力，同时亦是进行生育的主要人群，

因而本文也对此进行了检验。30 岁以上的子女往往

都已组建了家庭，且大多数可能有过第一次生育，

此时子代的小家庭趋于稳定，因此该年龄段其父母

的压力相对较小。

对不同子女年龄段的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当子

女年龄处于 0~5 岁之间时，第一胎为男孩的系数为

负，在 OLS 回归中的系数为 -0.032，但统计上非常

不显著（表 6）。当子女处于 6~15 岁之间时，第一

胎为男孩的系数为 0.003，统计上亦不显著。总的

说来，0~15 岁这一年龄段的子女对于父母外地务工

的影响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重男轻女”的传

统观念并未对父母外地务工选择带来显著的影响。

当子女年龄处于 16~30 岁时，第一胎为男孩的

父母外地务工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女孩父母，这很可

能是由于父母需要为男孩的升学、就业、结婚、甚

至生育攒下足够的积蓄，从而外地务工的可能性大

大增加。当子女在 22~30 岁时，第一胎为男孩亦使

父母外地务工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可能与 22~30
岁的子女多已走出校园正处于谈婚论嫁阶段的情况

相关，鉴于我国婚姻市场中购买婚房多由男方家庭

承担，在此压力下农民工可能被迫进行外地务工。

最后，在第一个子女年龄超过 30 岁之后，第一胎

为男孩的系数为 0.01，且统计上不显著，这反映出

子代成家立业后农民工的压力减轻，子女性别差异

对于农民工外地务工的选择不再产生影响。

3.2  男孩偏好观念对子女性别影响的协同作用

已有文献显示中国父母有可能不会平等地对

表 5　异质性分析的 OLS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OLS model

变量

外地务工

男性 女性 初中及以下 初中以上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030*** 0.010 0.009 0.010 0.018** 0.008 0.034** 0.014

控制变量 Y Y Y Y

年份 Y Y Y Y

省份 Y Y Y Y

观测值 4971 3615 6115 2471

变量
城市 乡村 低收入 高收入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008 0.012 0.024*** 0.009 0.044*** 0.017 0.009 0.016

控制变量 Y Y Y Y

年份 Y Y Y Y

省份 Y Y Y Y

观测值 2 857 5 728 1 805 1 938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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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家中的子女，他们通常会偏向家中的某些或某个

子女，并对其倾入相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例如父

母会对家中长子格外倚重或者对女儿存在一定程度

的性别歧视等等 [26-27]。鉴于此，传统男孩偏好观念

可能会对生育儿子的农民工的外地务工选择产生影

响。理论上，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越重，则其对

儿子的付出越多，进而会增加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

能性。

接下来将分析传统男孩偏好观念对农民工外地

务工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样本对于“如

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健康等条件，您认

为一个家庭通常几个男孩最理想？”问题的回答来

衡量男孩偏好观念，并在控制子女性别、男孩偏好

观念的前提下，主要分析子女性别与男孩偏好观念

的交互项，考察男孩偏好观念对子女性别影响的协

同作用。

表 7 的相关结果证实了以上推论。全样本结果

显示子女性别与男孩偏好观念的交互项系数为正，

统计上不显著（t 值为 1.34）；子女处于婚配阶段的

样本结果显示子女性别与男孩偏好观念的交互项系

数为正，且统计上显著，即当第一胎为男孩时样本

的男孩偏好观念越重，则其外地务工的可能性越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儿子处于婚配阶段时的“助儿买

房”所造成的。众所周知，男方往往承担着购买婚

表 6　不同年龄段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影响的 OLS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e of children’s gender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on migrant labors

变量

年龄段

0~5 6~15 16~30 22~30 > 30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032 0.027 0.003 0.014 0.027*** 0.010 0.023* 0.013 0.010 0.02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年份 Y Y Y Y Y

省份 Y Y Y Y Y

观测值 657 1 824 4 350 2 800 1 755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表 7　子女性别与男孩偏好观念的交互影响 OLS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7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between children’s gender and boy preference

变量

外地务工

全样本 16~30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001 0.017 -0.018 0.022

男孩偏好观念 -0.002 0.008 -0.010 0.009

第一胎为男孩 × 男孩偏好观念 0.018 0.013 0.038** 0.016

控制变量 Y Y

年份 Y Y

省份 Y Y

观测值 5 066 2 592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房的责任，随着性别失衡的加重，婚姻市场中的竞

争愈加激烈，此时“助儿买房”成为男方在婚姻市

场上取胜的重要砝码，而这一局面会迫使农民工为

获得更多收入而去外地务工。

3.3  助儿买房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

检验子女性别对农民工购 / 建房及城镇购房意

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儿子处于婚配阶段时将显著提

高农民工拥有一套以上住房、近期购 / 建房的可能

性，同时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意愿也显著提高，而

购 / 建房的压力和在城镇购房的意愿将会使农民工

做出外地务工的决策。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口控制政策实施以来，

我国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

该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例如当前农村地

区“剩男”问题严重。在此背景下，为儿子准备婚房 
便成为其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手段之

一 [21]。值得注意的是，为儿子购 / 建婚房是家庭中

一项重大开支，甚至会使家庭背负巨额债务，因而会 
迫使父母寻求更多报酬。对于农民工而言，为获得

较高收入而进行外地务工将会是一个必要选择 [2, 24]。

表 8 对此进行了验证 ：第一胎为男孩将显著提高农

民工拥有一套以上住房和近期购 / 建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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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某些性别严重失衡的地区，在农村提

供婚房已经不足以在婚姻市场上取胜，类似通过在

城镇中购房从而帮助儿子成婚的现象逐渐涌现，而

在城镇购房将使得农村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这可能会使农民工做出外地务工的决策以应对该问

题。表 8 同样验证了这一点 ：第一胎为男孩将显著

提高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意愿。

3.4  稳健性检验

前文中使用第一胎子女性别作为子女性别的代

理变量，这是由于第一胎性别能够预测儿子的数量

以及家中是否拥有儿子 ；相对于其他子女，年龄最

大的子女对于父母的影响可能最为强烈。然而对农

村家庭而言，第一孩是女孩则可合法生育二孩，在

传统观念浓烈的农村地区，许多家庭愿意通过追加

生育而获得男孩，因而第一胎子女性别还能够预测

子女数量，而子女数量又会对父母产生不同的影响
[28-31]。对此进行检验，发现第一孩性别对儿子数量

和是否拥有儿子的预测强度（t 统计值分别为 59.37
和 54.93）大于对子女数量的预测强度（t 统计值

为 -13.60），因此前文的回归更多地还是在反映子女

性别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排除子女数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表 8　影响机制检验的 OLS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8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OLS model for influencing mechanism

变量
拥有一套以上住房 近期是否购 / 建房 城镇购房意愿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017** 0.008 0.025*** 0.008 0.015* 0.008

控制变量 Y Y Y

年份 Y Y Y

省份 Y Y Y

观测值 4350 4350 4350

注 ：观测值为第一胎子女处于 16~30 岁之间的样本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表 9　模型检验
Table 9　Model test

变量
子女数量 儿子数量 是否有儿子 外地务工 外地务工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240*** 0.018 0.750*** 0.013 0.476*** 0.009 0.024*** 0.007 0.021*** 0.007

子女数量 0.010** 0.004 0.009** 0.00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年份 Y Y Y Y Y

省份 Y Y Y Y Y

观测值 8 586 8 586 8 586 8 586 8 586

注 ：第 (1)~(4) 列为 OLS 回归 ；第 (5) 列运用 Probit 模型，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控制子女数量变量，以剔除子女数量对于农民工外

地务工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胎为男孩的系数为

0.024，其影响效果依然显著（表 9），这与基准回

归结果非常接近。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以“儿

子数量、是否有儿子”衡量子女性别，将第一胎孩

子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进行参数估计，并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

内生性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变量“儿子

数量、是否有儿子”的内生性。从第一阶段的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胎是否为男孩”对“儿子数

量、是否有儿子”有显著影响（表 10），联合显著

性检验的 F 统计量也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 ；内生性 Hausman 检验显示，可以在 5% 的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儿子数量、是否有儿子”为外

生变量的原假设，即认为其为内生变量 ；对于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前言和子女性别内生性检测部分已

进行阐述。接下来从第二阶段结果可见，儿子数量

亦或是否有儿子的系数皆为正，且统计上效果显著

（表 11），与基准回归结果差别亦不大，表明相应结

论较为稳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具有重

要影响。生养儿子会增加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

这主要是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以及为儿购 / 建
房所带来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验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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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生养男孩会迫使农民工父母远离家乡进行外地务

工，但这似乎并没有降低农业户籍人口对于生育男

孩的期望。一方面，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市

场化深刻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依旧无法分

割开来，“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会在我国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性别失衡的状况短时间内可能

不会有较大程度改善，农村地区正处于生育阶段的

年轻父母，由于其社会经验有限，对相关社会状况

和子女性别差异的影响等方面认知不足，以致年轻

父母可能无法对此做出恰当的判断，因而子女性别

差异对农村父母人生各阶段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仍将

延续。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为应对传统观念、性别失衡和

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

和社会应从推动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生育政策调整

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

1）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促进性别平等

的真正实现。“传统男孩偏好观念会增加生育儿子

的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的结论从侧面反映出

农村地区性别歧视问题严重，体现了我国农村地区

浓重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表现了重男轻女旧

观念的顽固性。对此应充分认识到促进性别平等的

真正实现对于问题解决具有积极作用，应从各个层

面推动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例如，国家应从法制层

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剥离女性弱势群体的标签 ；

大众传媒应严格自查，切实摒除危害女性形象的不

良文化内容传播，努力构建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

围 ；各层面教育体系应进一步重视性别平等教育，

尤其是教育课程的安排上，可通过开展专题教学等

方式，培养下一代的性别平等观念等。

2）进一步完善二胎政策，积极落实与二胎政

策相关的配套政策。“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为

儿购 / 建房是农民工选择外地务工的主要渠道之一”

的结论反映出受一胎政策影响，我国性别失衡状况

愈加严重，农村大龄未婚人口比例增长趋势明显，

“剩男”问题不断加重的社会现实。对此应认识到

二胎政策对缓解性别失衡、提升家庭福利等方面具

有积极意义，应肯定国家推行二胎政策的举措，并

对相关政策不断进行改善 ：深入分析影响父母生育

决策的内在机制，并以此为依据采取相应的措施，

积极构建完整的生育政策，如政府应对生育二胎家

庭给予补贴，尤其是医疗与教育补贴，减轻家庭生

育成本 ；社会应积极进行二胎观念宣传，使民众深

入了解二胎对其家庭的有利影响等。 
3）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深入挖

掘“生养男孩的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外地务工”的结

论，发现儿子成婚等所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并不

表 10　第一阶段结果
Table 10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first-stage

变量
儿子数量 是否有儿子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第一胎为男孩 0.750*** 0.013 0.866*** 0.010 0.476*** 0.009 0.504*** 0.008

子女数量 0.485*** 0.010 0.119*** 0.004

控制变量 Y Y Y Y

年份 Y Y Y Y

省份 Y Y Y Y

观测值 8586 8586 8586 8586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表 11　第二阶段结果
Table 11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econd-stage 

变量
外地务工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儿子数量 0.029*** 0.010 0.028*** 0.008

是否有儿子 0.046*** 0.015 0.048*** 0.015

子女数量 -0.004 0.005 0.004 0.004

控制变量 Y Y Y Y

年份 Y Y Y Y

省份 Y Y Y Y

观测值 8586 8586 8586 8586

注 ：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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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低农村居民生育男孩的期望。究其原因，是农

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这一状况反映了我

国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城乡发展不

平衡所带来的后果，对此应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

设，通过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构

建并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而逐步解

决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落后所产生的矛盾。

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不能

单纯专注于某一单方面体制的革新，而要从户籍、

教育和土地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步进行，如此方能打

破固有格局，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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